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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研究进展

耿润哲，梁璇静，殷培红∗，王　 萌，周丽丽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随着点源污染逐渐得到有效控制，面源污染逐渐成为我国多数地区影响水环境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 推广实施最佳管理

措施（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ＭＰｓ）被认为是控制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 受到区域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政策以及经济成本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流域尺度配置 ＢＭＰｓ 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随着流域空间尺度的变化，会进一步加大 ＢＭＰｓ 配置难度，使
得 ＢＭＰｓ 的配置工作变为了一项多目标决策优化问题，即如何在有限的成本投入下，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 需要在不同

空间尺度下对流域 ＢＭＰｓ 进行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 从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以及 ＢＭＰｓ 多目标协同优

化模拟 ３ 个方面对面源污染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化配置研究进行了综述。 结果表明：１）包含地块尺度和流域尺度的多尺度模型耦

合系统的构建，将是实现关键源区精准识别的有效途径；２）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对水质改善响应的滞后性、不确定性、时空异质性、
污染物形态转换风险等均是今后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３）建立流域污染物负荷削减量与水质改善

之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 ＢＭＰｓ 组合数据库、成本数据库以及基于进化算法的的优化配置方案进行耦合，进而

构建多目标决策支持系统，以获取 ＢＭＰｓ 空间优化配置方案以及多目标成本—效益最优曲线。
关键词：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多目标优化；流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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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水环境质量稳中有升，全国平均水质指数为 ５．６６，同比改善 ８．４％，总磷等营养物质已经逐步

取代化学需氧量等成为导致水环境质量下降的首要污染物，面源污染则是多数地区流域水质下降的重要影响

因素［１⁃２］。 由于面源污染发生具有随机性，来源和传输过程具有间歇性和不确定性，使得面源污染的输出受

到自然地理、农业管理方式差异的影响较为显著，空间变异性强，对其进行监测和治理相对比较困难［３⁃６］。 推

广实施“最佳管理措施”（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ＭＰｓ）是进行农业面源污染源控制的有效手段。
ＢＭＰｓ 主要有工程型和非工程型两大类［７］，据美国农业部的 ＢＭＰｓ 数据库结果显示，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措施的 ＢＭＰｓ 类型就达 ２００ 种以上。 目前，在 ＢＭＰｓ 的实践应用方面，受限于关键源区识别方法的尺度适用

性、ＢＭＰｓ 配置方案操作难易程度、ＢＭＰｓ 对污染物负荷削减效率对水质改善的滞后性以及区域自然地理特征

差异导致的 ＢＭＰｓ 效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导致 ＢＭＰｓ 配置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低，可操作性较差。 因

此，针对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ＢＭＰｓ 配置方面的诸多难点，如何通过对 ＢＭＰｓ 的削减效率及其对流域整体

水环境质量改善的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借助 ＧＩＳ 空间分析手段，从流域整体对 ＢＭＰｓ 进行多目

标协同优化配置分析，对于实现流域面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ＢＭＰｓ 的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途径，该项研究最早出现于 １９８０ 年代，但当时的研

究处于初期探索阶段［８⁃９］，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大样本量数据计算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到
２０００ 年左右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 ＢＭＰｓ 优化配置研究逐渐丰富起来，成为在流域尺度开展 ＢＭＰｓ 配置方案研

究的重要方法［１０⁃１３］。 研究表明，要实现流域 ＢＭＰｓ 的多目标优化配置，需要从以下 ３ 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研究：
（１）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ＳＡｓ）、（２）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３）空间优化配置模拟。
下面，将分别对这 ３ 方面内容的研究进展加以论述。

１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化配置

１．１　 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

研究表明面源污染物产生及运移过程会受到流域内不同景观、管理措施以及特定点位自然地理条件的强

烈影响，其污染负荷有着很大的差别［１４］。 只占流域总面积 １０％—２０％的区域，对流域面源污染负荷的贡献量

通常达到了 ８０％左右，且而且污染负荷在空间上通常呈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１５］，这些污染负荷较高的区

域通常被称为面源污染关键源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ＳＡｓ） ［１６］。 目前针对面源污染特征分析的关键源区

识别研究主要集中 ２ 个方面：一是在流域尺度上利用模型对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规律进行表征，二是针

对某一田间小尺度流域进行深入的实地监测研究［１７⁃１８］。 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推进了流域面源污染研究

的进展且对流域面源污染控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污染负荷量或评价指数高低作为

关键源区的评判标准，缺少不同尺度污染源和迁移因子之间的联系，使得流域面源污染管理和控制往往缺乏

对田间地块尺度污染物的产生规律和影响因素的表征，导致基于关键源区识别的面源污染控制通常不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１９］。
随着对面源污染发生机理认识的深化，多数研究均表明流域水文模型和 ＧＩＳ 技术的联合使用能够在

ＣＳＡｓ 识别、量化以及相应措施的选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１７，２０］。 根据实施的难易程度及适用的尺度，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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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区识别方法主要有风险评价及模型模拟两大类［２１］。
风险评价方法主要以量化面源污染负荷的发生风险为基础，通过对污染物产生与运移同时发生的概率进

行估算，进而在污染物流失风险分级的基础上，识别 ＢＭＰｓ 配置的目标区域（关键源区） ［２２］。 目前应用较多的

的风险评价方法有磷指数法（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ｄｅｘ， ＰＩ）及其相应的衍生模型，美国学者 Ｌｅｍｕｎｙｏｎ（１９９３）等在综

合考虑影响流域内面源污染产生及传输的多个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对磷流失的影响后构建而成。 由于其可以

根据研究区的特征对因子进行修正，具有很大的可扩展性，目前在世界各国磷流失的风险评价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与改进［２３⁃２４］。 ＰＩ 既可以识别磷流失的潜在风险也可以定量估算磷的实际流失量，不使用复杂的数学模

型，操作使用方便，具有很强的灵活性［２５］。 但由于大尺度流域内磷污染的来源、传输及迁移转化过程非常复

杂，对其进行概率量化评估非常困难，因此 ＰＩ 法还主要应用于地块尺度，大尺度流域 ＰＩ 体系的构建还有待加

强［２６］，同时由于风险评价法是基于对污染风险区污染物流失风险高低的定性分析，而流域面源污染的控制以

及 ＢＭＰｓ 的配置需要有量化的风险指标为基础，因此如何将定性的风险分析指标进行量化也成为了限制风险

评估法在流域综合管理体系中进行应用的重要限制性因素［２７⁃２８］。
模型模拟方法主要通过将地理信息数据（ＤＥＭ）、土壤属性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等进行耦合，能够对流域

内面源污染发生及迁移具有重要驱动作用的复杂的水文及污染物输移过程进行较好的表征，多用于从田间地

块尺度到流域尺度范围研究区面源污染负荷的估算、关键源区识别及不同 ＢＭＰｓ 的长期效果评价，是 ＢＭＰｓ
优化配置的第一个重要前提［２７，２９⁃３１］。 目前应用广泛的机理模型主要有 ＡＮＳＷＥＲＳ、ＳＷＡＴ、ＡｎｎＡＧＮＰＳ 和

ＨＳＰＦ 等［３２⁃３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尺度的提升，流域水文过程和土壤侵蚀过程往往被简化或均一化，导
致对小尺度产污单元的污染特征考虑不够充分［５］，因此，小尺度面源污染模型的引入就显得非常必要， ＩＦＳＭ
模型是一个综合性的田间地块尺度模型，它能够对长时期内地块尺度的工程型和管理型 ＢＭＰｓ 措施的环境和

经济效益进行评估。 能够对作物生长、动物生长以及营养物质平衡（仅包括动物饲料和化肥的输入，输出仅

包括动物产品和农作物产品 Ｐ、Ｎ、Ｋ）等进行预测。 保持地块尺度上营养物质的平衡是防止营养物质富集的

关键因素。 同时 ＩＦＳＭ 还能够对典型地块外的土壤侵蚀以及地表径流中 Ｐ 的流失进行预测，是一种较好的田

间地块尺度面源污染特征识别机 ＢＭＰｓ 模拟工具［３６⁃３７］。
然而，尽管模型模拟法在 ＣＳＡｓ 识别及 ＢＭＰｓ 模拟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和较高的认可度，但是其在 ＣＳＡｓ 识

别和目标措施评估的实际应用方面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１）空间数据信息的不匹配性；（２）流域边界与行政

边界（实际实施）之间之间尺度存在断层；（３）面源污染物流失量空间传输的非线性所导致的 ＣＳＡｓ 识别结果

的尺度差异性等，这些因素会使得流域内 ＣＳＡｓ 的面积和位置发生变化，为后期 ＢＭＰｓ 的优化配置带来一定的

不确定性。
１．２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

ＢＭＰｓ 控制效率的评估是决定措施是否适用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进行流域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化配置的第

二个重要前提，全面考察目标配置方案所包含的 ＢＭＰｓ 及其组合措施的环境效应及成本－效益情况需要采用

一系列的评估方法。 常用的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方法主要有实地监测、风险评价、模型模拟和养分平衡 ４
种［３８］。 按照实现的原理可归结为实地监测和模型模拟 ２ 大类。 小尺度流域或试验地块的现有研究成果多采

用实地监测的方法对单体措施的效率进行评估，大尺度流域内 ＢＭＰｓ 组合削减效率评估则多通过经验和机理

模型模拟来实现［３９⁃４０］。
在研究区位置、水文、气象以及下垫面条件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实施规模及基质材料的最佳管

理措施（ＢＭＰｓ）效率的研究结果差异明显［４１⁃４２］。 究原因可归结以下三点：（１）ＢＭＰｓ 措施污染削减效率发挥的

滞后性的影响，使得所监测到的措施削减效率与实际削减效率出现较大的差异［４３］；（２）不同的自然地理因素

导致 ＢＭＰｓ 效率发挥的不确定性，如下垫面基质的差异对入渗沟、植草水道等以下渗为主要削减机制 ＢＭＰｓ
效果的发挥所产生的不同影响［１９］；（３）ＢＭＰｓ 的实施规模以及当地特有的农业生产活动导致的污染物的入流

量差异的影响，如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等［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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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现 ＢＭＰｓ 效率的准确评估，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所带来的措施效率不确定性的影响。 孟凡德等

（２０１３）对实地监测、养分平衡、风险评估及模型模拟这四种方法所具有的其优缺点和适用的条件进行了总结

（表 １） ［４５］。 结果表明：（１）实地监测法可通过对目标水体中污染物浓度和负荷数据进行长期连续监测，以实

现 ＢＭＰｓ 削减措施效率的有效表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 ＢＭＰｓ 对流域水质和生态功能的实际改善效果的

有效评估。 但受限于成本投入、污染源分布离散化、流失以及传输途径的时空异质性等因素，实地监测法很难

在大尺度流域得到应用，而多适用于小尺度区域，在大尺度区域评估时需采用替代的评估方法。 养分平衡分

析法是以氮磷等营养元素在地块或流域尺度的输入输出平衡状况作为评价标准，对营养元素在“源”和“汇”
之间传输变化对于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２）养分平衡法具有简便、易用且所需时间短等特点，同
时还可有效规避措施效率的滞后性对评估效果的影响，但对影响污染物削减的传输过程变化考虑较少，无法

对以传输机制控制为主的 ＢＭＰｓ 进行较好的表征。 （３）风险评估法通过调整源因子、运移因子类型及参数，可
模拟源控制及传输过程控制为主的 ＢＭＰｓ 的实施效果。 该方法很难对以种植活动和饲养活动等为控制目标

的措施效率的年际间变化情况进行有效表征［２１，４６］，并且在缺乏实地监测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无法很好的反映

污染物传输过程对面源污染的影响，且 ＢＭＰｓ 的削减效率易被模型结构和参数的不确定性影响［４７］。 风险评

估法进行 ＢＭＰｓ 效率评估时最主要的缺陷还在于其评估结果只是污染物流失的潜在风险值，并不是实际的磷

流失量，而如何将定性的评估结果进行量化，以使其满足 ＢＭＰｓ 优化配置的模拟要求目前来看还鲜见相关研

究报道［４８］。 另外，在源因子以及迁移因子的权重确定、评估结果的风险等级划分环节还缺乏统一的标准，说
专家打分主观性影响较大，使得风险评估法对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的计算结果可信度通常不高［４９］。 （４）模型

模拟方法可以对不同空间尺度下 ＢＭＰｓ 源头控制、时间效应、传输路径控制等环节进行表征，精度较高，但是

对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等要求较高，同时由于模型设计成百上千的参数，在使用过程

中如校验不当，还会导致“异参同效”现象的出现，对精准评估 ＢＭＰｓ 的削减效率产生干扰。
不同评估方法对于 ＢＭＰｓ 效率的评估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因此其适用性也存在较大差异。 如何

有效的将各种方法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估已成为近年来相关研究的热点。 大量已有研究表明，方法集成过

程中的实地监测工作不可或缺。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将不同评估方法进行组合，才可

达到预期 ＢＭＰｓ 评估目标。 例如，Ｂｒｏｗｎ 等（２００５）以 ＮＣＹＣＬＥ （氮循环模型）模拟结果为数据来源，进行了场

域平衡估算，最终通过编程设计出了一种施肥决策支持系统（ＮＧＡＵＧＥ） ［５０］。 Ｏｅｎｅｍａ 等（２００５）为考察源削减

对河流水质的影响，首先利用营养平衡模型（ＭＩＮＡＳ）估算了小尺度研究区营养盐的盈余，接着将这一数据带

入到河流水质模型中，进而预测了不同施肥方式对河道内生态系统的影响［５１］。
此外，在传统 ＢＭＰｓ 评估的基础上，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所建立的 ＢＭＰｓ 数据库也已成为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

估的重要手段，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美国农业部就在美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 ＢＭＰｓ 效率评估及检测相关的

基础研究工作，其下属的自然资源保护局（ＮＲＣＳ）基于此构建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一个 ＢＭＰｓ 评估数据库，该数

据库中包括约 １６０ 种农业 ＢＭＰｓ，且免费对外开放。 用户可通过检索该数据库来获取拟实施的各项措施对目

标污染物的潜在削减效率以及实施所需的成本数据，为 ＢＭＰｓ 的实地配置工作提供决策分析依据。 在欧洲，
自 ２００５ 年起有超过 ３０ 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名为“Ｃｏ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 ８６９”地表水和地下水中营养物质削减措施评估计

划，构建了包括养分管理、农业管理、化肥施用管理等八类措施在内的 ＢＭＰｓ 成本—效益评估数据库，可对欧

洲地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 ＢＭＰｓ 配置决策依据［４２］。
国内唐颖（２０１１）以 ＢＭＰｓ 适用区域特征、ＢＭＰｓ 径流控制功效特征和 ＢＭＰｓ 成本投入为三个关键标准类

别，建立了适用于城市暴雨径流控制的 ＢＭＰｓ 的初步比选体系［５２］。 耿润哲等以文献资料中关于对 ＢＭＰｓ 削减

效率研究数据为基础，结合计算机计算机数据库技术（ＶＢＡ，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和（ＳＱ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Ｑｕｅｒ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和编程技术对数据库进行整合分析构建了适用北京市密云水库流域的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

工具箱，结合 ＡＮＯＶＡ（方差分析）法识别影响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的关键因子，能够对 ＢＭＰｓ 进行有效筛选和评

估。 这些研究虽都能有效的对拟实施 ＢＭＰｓ 进行筛选，但是在不同程度上均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或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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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支撑才能实现，同时，由于其所需的设计参数、成本维护等信息大多来自美国环保局（ＥＰＡ）或美国农业

部（ＵＳＤＡ）的 ＢＭＰｓ 数据库，因此，在本地化应用及实际评估方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表 １　 各种评估方法特点总结［４５］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评估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ｎｄｓ

实地监测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平衡理论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风险评估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模型模拟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削减效应 源头控制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时间效应 Ｔｉｍｅ ｌａｇｓ Ｙ Ｙ① Ｙ

传输路径控制 Ｐａ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尺度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ｌａｌｅ 地块 Ｆｉｅｌｄ Ｙ Ｙ Ｙ Ｙ

农场 Ｆａｒｍ Ｙ Ｙ Ｙ Ｙ

流域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Ｙ Ｙ Ｙ Ｙ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Ｙ Ｙ

复杂性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单一方法 Ｓｉｎｇ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Ｙ Ｙ Ｙ Ｙ

综合方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Ｙ Ｙ② Ｙ② Ｙ

数据需求 地块 Ｆｉｅｌｄ 中 低 低 中

Ｄａｔ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农场 Ｆａｒｍ 中 低 低 中

流域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高 中 中 中到高③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高 中 高 中到高③

不确定性④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地块 Ｆｉｅｌｄ 低 中⑤ 低 ／ 中 中

农场 Ｆａｒｍ 低 中⑤ 低 ／ 中 中

流域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中 中⑤ 中 高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高 高 高 高

　 　 ①粪肥使用的时间性的重大改变有敏感性；②未给出多种削减措施的交互作用指标；③机制模型的数据需求高于经验模型；④从污染源到

时间性以及传输路径控制类型之间的不确定性是增加的；⑤假设可通过污染物盈余量来估算流失量。 其中 Ｙ 表示四种不同的评估方法所能够

实现对相应尺度下的削减效应、尺度、复杂性、数据需求、不确定性等的表征

１．３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化配置模拟

流域内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 ＢＭＰｓ 及其空间组合方式以满足面源污染的控制管理要求，这使得基于

ＢＭＰｓ 及其组合的面源污染控制问题，实际可转化为多目标决策问题。 多目标是指实现 ＢＭＰｓ 配置的成本最

低，氮、磷等污染物的削减效率最高，水质改善效果最显著 ３ 个方面的目标，三者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动态响应

关系，优化配置方案是指当以上 ３ 个目标达到均衡状态点（也称阈值点）的 ＢＭＰｓ 组合方案。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

化配置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污染物实地监测或调查数据同最优化的数学方法相结合；模型模拟同最优化的

数学方法相结合（或者也可称之为 ＢＭＰｓ 组合优化综合模型，主要包括面源污染物削减模型、经济模拟模块以

及一个最优化模型）。 下面就这些方法在国内外的应用做简要的论述。 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４２］：ａ）有效

的面源污染评估工具，通常为机制性模型，其能够对流域内特定点位不同 ＢＭＰｓ 及其污染物削减效率进行较

好的模拟表征；ｂ）经济评估模型或经济评估公式，其能够有效的对不同空间位置的 ＢＭＰｓ 的成本进行分析；ｃ）
最优化算法程序，其能够有效通过广泛的、非线性的以及非连续性的解空间的寻优运算来解决流域面源污染

的最优化求解问题［５３］。 基于遗传算法衍生的多目标进化算法能够有效解决多种目标的决策优化问题，同时

还能够获取全局性的帕累托最优解。 以次方法为优化方法，可以为流域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的成本—效益

最优化决策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目前关于 ＢＭＰｓ 的多目标优化配置研究多以美国学者和我国学者所建立的“水文模型＋最优化方法”为

主，通过将 ＳＷＡＴ 模型与最优化的数学方法进行耦合来解决农业流域内 ＢＭＰｓ 的优化配置问题［６，５２，５４⁃５８］。 在

欧洲则多以考虑污染物输出的流域决策支持系统构建作为实现 ＢＭＰｓ 优化配置的主要手段。 如：Ｅｌｂｅ⁃
ＤＳＳ［５９］，ＭＵＬＩＮＯ ＤＳＳ［６０］，ＦＬＵＭＡＧＩＳ ＤＳＳ［６１］，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ＩＦ［６２］等，以上这些决策支持系统均能够在不同的空

５　 ８ 期 　 　 　 耿润哲　 等：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多目标协同优化配置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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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尺度下对多种农业管理措施进行评估。 然而，其对实地监测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的要求较高且通常需要操

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以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转换及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评估。 目前多数决策支持系统

均是在区域尺度或大流域尺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对于中小尺度的 ＢＭＰｓ 空间优化配置问题的解决能力不足，
并且这类方法通常通过对单体措施的整体性能进行均一化并赋予权重来作为 ＢＭＰｓ 评估的多重准侧［６０］。 较

为明确的多目标决策进化优选过程在以上研究中并未很好的体现。
对美国学者所建立的 ＳＷＡＴ－ＧＡ 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发现，还具有可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 如，Ｇｉｔａｕ 等

和 Ｖｅｉｔｈ 等的研究并没有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且未提供最优化方案的成本—效益曲线［１３，６３，６４］。 相比较而

言，Ｂｅｋｅｌｅ 等的研究虽然有关于成本—效益曲线的相关描述，但是仅仅是针对于 ＢＭＰｓ 成本与泥沙负荷量之

间的关系，因此其在 ＢＭＰｓ 的类型选择方面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６５］。 Ａｒａｂｉ 等的研究中虽然提供了不同污染

物削减效率及其 ＢＭＰｓ 成本之间的成本—效益曲线，但是其环境目标是以污染物的加权负荷量来表示的，因
此在其研究中并未对不同营养物质的削减效率进行较为明确的表示［５４］。 Ｒａｂｏｔｙａｇｏｖ 等（２０１０）的研究工作与

之前几位学者的工作之间体现了较大的不同，其以三个决策标准的最小化为基础，对不同营养物质的成本—
效益进行评估［６６］。 然而，以上所有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每进行一次优化求解过程就需要对 ＳＷＡＴ 模型进行

一次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Ｍａｒｉｎｇａｎｔｉ 等提出了一套新的决策支持方案，其通过 ＢＭＰｓ 数据库的构建来

代替 ＳＷＡＴ 模型动态评估与优化算法之间的关系，其数据库可以实现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的实时评估以及 ＢＭＰｓ
成本数据的评估，这使得 ＢＭＰｓ 优化配置研究工作的运行时间大大降低［７］。 但是其研究中仅仅是针对了单一

的耕地 ＢＭＰ 类型中的 ３ 种 ＢＭＰｓ 及其组合进行评估，因此，其并未对该方法在不同的土壤类型、耕地类型以

及畜禽养殖条件下的适用性进行测试。
通过对以上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目前 ＢＭＰｓ 的多目标优化配置多以“水文模型⁃优化算法”相耦合的方式

分别对单一地块或流域尺度内的 ＢＭＰｓ 配置方案进行优化，未对内地块尺度和流域尺度间污染物分布特征和

ＢＭＰｓ 配置方案的累积效应进行系统考虑。 但污染物在流域内不同等级河道间运移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

累加，而是随着支流向主河道转换的聚合过程，呈现非线性的阈值响应关系［６７］。 同时，ＢＭＰｓ 措施功效的发挥

还会受到时间尺度变化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效应。 导致流域尺度的 ＢＭＰｓ 优化配置方案在地块尺度的适用性

低，而地块尺度方案对流域整体污染控制功效的表征不够准确的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流域整

体角度统筹考虑面源污染配置方案的优化技术流程及方案设计。

２　 研究展望

以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开展面源污染的防治工作已成为成为国内外面源污染控制措施研究关注

的热点和难点。 ＢＭＰｓ 作为一种有效的面源污染控制手段，如何从流域整体的角度对面源污染的传输迁移转

化等各个阶段配置 ＢＭＰｓ，并克服自然地理、空间尺度、人类活动等因素对 ＢＭＰｓ 配置方案的污染物削减效率

和成本投入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实现在有限资金条件下 ＢＭＰｓ 的合理、高效配置，达到流域水环境整体改善

的多目标优化，对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１）流域面源污染关键源区的精准识别是实现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化配置的第一个重要前提。 在今后的研究

中需要整合各种方法的优点，根据研究区特征建立易于操作的综合评价体系，统筹辨析子流域与田间地块两

个尺度的污染物分布特征，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下源因子、迁移过程、流域水环境、控制措施可行性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选择合适的评估模型进行耦合，以克服单一识别方法难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 ＣＳＡｓ 精准识别

的不足。
（２）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的准确评估是实现流域 ＢＭＰｓ 多目标优化配置第二个重要前提。 而 ＢＭＰｓ 实施后污

染物削减效率与水环境质量改善之间响应的滞后性、模型不确定性、时空尺度异质性、污染物形态的转换风险

等均是今后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评估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小尺度区域实地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嵌
套式流域”的构建思路对模型模拟结果进行验证将会是今后多尺度区域 ＢＭＰｓ 削减效率有效评估研究的发展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方向。
（３）将 ＢＭＰｓ 数据库、成本数据库以及基于进化算法的的优化配置方案模拟模块进行耦合，进而构建有效

界面友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确定 ＢＭＰｓ 空间优化配置方案及成本—效益最优曲线，对于流域面源污染控

制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受尺度效应的影响，在河流生态系统恢复、重建过程中，水环境变化对

人为干预的响应几乎均为非线性的（阈值效应） ［６８⁃６９］ 响应关系，所以流域污染负荷的持续削减并不意味着河

流环境质量一定会持续改善［７０］。 因此，在未来的 ＢＭＰｓ 配置研究中，建立流域污染负荷削减比例与水质改善

之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对提高空间配置方案的实施效果评估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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